
劳务协作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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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三方合作的劳务协作是
公共就业服务领域的新公共治理实践，判断这种多主体合作的组织化集体转移
就业政策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就业兼具理论意涵和实践效用。为打开劳务协作政
策的运行黑箱，基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９年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
间的合作让劳务协作参与主体间形成了特殊的结构、动机与关系，进而形成了
资源整合互补、质效目标一致、长期互惠多赢等优势，因此就业促进效果显著。
（２）劳务协作政策可以通过集体议价、订单式匹配和批量安置等措施来消化失
业者存量，通过动态遴选、实操培训和定向转移等做法抑制失业者增量，进而
达到化解与防范失业风险的目标，最终促进就业。（３）劳务协作政策在以工业
为主要产业和长期失业者比重较大的地区实施时效果更好。研究积极回应了关
于劳务协作政策有效性的讨论，丰富了就业促进事业的政策工具箱，也为新公
共治理理论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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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新公共治理思潮在西方公共就业服务领域的兴起，公共就业

服务的供给衍生出了多元合作模式（Ａｎｄｒｅａｓ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ａ）。这种由政府－市场－个体共同参与就业服务供给全过程的模式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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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多元参与、协商治理、资源共享、互惠共赢等新公共治理思想（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ａ；Ｓｈａｎｇ ＆ Ｃｈａｎｄｒａ，２０２３）。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共同参与的，以实现集体转移就业为目标的劳务协作政
策应运而生。在我国，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扶贫等项目为劳务协作政策积累
了历史经验。２０１６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务院扶贫办开展了粤湘鄂劳
务协作试点工作，标志着“基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用人单位－求职者三方合
作的组织化集体转移就业服务政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就劳务协作政策的效果而言，相关研究探析了该政策在人－职匹配、工作
搜索、岗位供给等方面的质量与效率（Ｆｏｕｇè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Ｌｉｅｃｈｔｉ，２０２０；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ｂ；Ｒａｓｐａｎｔｉ ＆ Ｓａｒｕｉｓ，２０２１；平卫英等，２０２１；王小林、谢
妮芸，２０２２；谢治菊、陈香凝，２０２３），但已有研究对该政策运行机制与服务手
段方面的讨论浅尝辄止，而且较少研究关注劳务协作的参与主体、合作动机、
主体间关系等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此外，公共就业服务长期聚焦于失业风
险化解与防范的议题，各类服务措施均致力于帮助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且预
防劳动者再次失业（Ａｕｔｏｒ，２００９；Ｌａｒｓｅｎ ＆ Ｖｅｓａｎ，２０１２），然而，目前关于劳
务协作政策效果的研究并未深入探究该政策与失业风险间的关系。这意味着现
有研究不仅无法为劳务协作政策化解与防范失业风险的核心议题提供更多经验
证据，更未能阐明劳务协作过程中集体议价、订单式匹配、批量安置、动态遴
选、实操培训和定向转移等做法的作用机制，致使我国的劳务协作政策仍是一
个“黑箱”。

目前我国“东西部、省内和专项并行的劳务协作政策体系”已逐步形成
（平卫英等，２０２１），政策实践中还在不断涌现区域劳务协作联盟等新做法。
２０２１年，国务院在《“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增强公共就业
服务能力，进一步健全劳务对接协调机制，逐步完善劳务协作政策。因此，探
究劳务协作政策的就业促进效果既有重要的政策意涵，又对当前的基层实践具
有指导意义。本文将对劳务协作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开展分析，首先探究劳务
协作的主体构成、合作动机与主体间关系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并借助全国性和
长期性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劳务协作政策是否存在就业促进效应。其
次在失业风险化解与防范的维度上分析劳务协作政策的作用机制，尤其是探究
集体议价、订单式匹配、批量安置、动态遴选、实操培训和定向转移等措施如
何降低失业者存量、抑制失业者增量，以打开劳务协作政策的运行“黑箱”。再
次，本文还将结合劳务协作政策的适用情境，进一步探究哪些地区或群体更能
从这种多元合作的集体转移就业服务中受益，并借助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优
化劳务协作政策的实施路径，最终为纷繁多样的基层劳务协作实践提供决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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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近年来，随着公共就业服务供给中出现多元合作热潮（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ａ；Ｖａｎ Ｇｅｓ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公共就业服务中的劳务协作模式日益受到关
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界定，劳务协作是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结合各地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和人力资源结构特点，通过在求职者和用人单位间牵线搭桥，为
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愿的失业者群体提供岗位，同时解决用人单位劳动力供
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就业促进方式（Ｔｈｕ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与致力于解决劳动供求
双方信息不对称、失业者就业能力匮乏等问题的公共就业服务政策不同，劳务
协作政策侧重于多方参与，尤其是雇主共同参与再就业岗位的供给与创造
（Ｂｒｅｄｇａａｒｄ，２０１８；Ｏｒｔｏｎ，２０１９）。由于其服务供给过程具有显著的合作性、组
织性、规模性与转移性等特征（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ａ；谢治菊、陈香凝，２０２３；
元林君，２０１８；张成刚、辛茜莉，２０２２），劳务协作的实质是由政府、雇主与求
职者共同参与的、面向指定岗位的集体对接与定向安置，故本文将劳务协作政
策界定为“基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用人单位－求职者三方合作的组织化集体
转移就业服务政策”。

在我国，劳务协作政策的雏形是贫困治理实践中的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
扶贫项目。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央首次提出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境与民族
地区的要求，１９９６年７月，国务院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东部较发达省市
与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协作，随后地方政府开始引导贫困劳动力赴定点帮扶
省份就业，并逐步形成组织化的定向劳务输出。２０１６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建立区域间劳务输出对接机制”来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实现再就业，随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开展
粤湘劳务协作试点工作的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同意
湖北省郧西县与广东省开展劳务协作试点工作的函》提出在区域间建立劳务协
作工作机制，并将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作为劳务协作的试点地区，以期促进贫
困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再就业。自此，我国劳务协作政策进入了制度化的发展阶段。

随着公共就业服务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东西部劳务协作、省
内劳务协作和专项劳务协作”的政策体系（平卫英等，２０２１；王阳，２０１９）。
就劳务协作的类型而言，目前政策实践中主要包括劳务输出、集体招聘和定向
培养三种类型，其中劳务输出是目前的主流协作模式。一般而言，劳务输出通
常由地方政府在摸清地区劳动力底数以及企业岗位数量与用人需求的基础上牵
头促成劳资双方商谈达成。在求职者与用人单位达成一致的转移就业意向并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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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劳务协议后，地方政府或其所委托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会将劳动者集体送至
定点企业开展劳动生产。除劳务输出外，集体招聘也是劳务协作的主要形式。
各地人社部门通常在春节后、毕业季等用工或求职旺季组织专场招聘会，为有
就业需求的劳动力和有用工需求的企业提供精准对接和面谈签约服务。除“春
风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签约会、金秋招聘月等大型线下招聘活动外，“百日
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等线上集体招聘也是数字化时代劳务协作的新形式。
此外，定向培养也日益成为劳务协作的重要形式，这种方式将多方协作延伸至
就业前期，辅助在校学生转化为企业的储备劳动力。具体做法是通过地方政府
为企业与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实训基地等牵线搭桥，由职业教育部
门结合企业岗位需求实施订单式培养，学生在毕业后直接赴企业定向就业。例
如，人社部与国务院扶贫办开展的“技能脱贫千校行动”就提出设立校企联动
订单班，提前为职校生做好职业规划与定向就业安置。

（二）研究假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导向下的公共就业服务市场化趋势使就业

服务出现择优推荐（Ｃｒｅ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低度服务（Ｐａｒ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等缺陷，大大
降低了公共就业服务的质量（Ｂｒｅｄｇａａｒｄ ＆ 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８；Ｇｒｅ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此外，这种过度倚重市场的服务供给方式被认为忽视了其他主体的作用与诉求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Ｖａｎ Ｇｅｓ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随着新公共治理思潮被引入公
共就业服务领域，各国开始在就业促进政策设计中广泛应用多元合作模式，典
型做法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创新就业培训服务供给（Ｆｌｅｄｄｅｒｕｓ ＆
Ｈｏｎｉｎｇｈ，２０１６；李杏果，２０１８）、求职者－ ＰＥＳ机构－第三部门合作辅助弱势
群体重返劳动力市场等（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ｂ；谢永阳，２０２０）。１９９０年以来，
公共就业服务开始日益重视劳动力市场需求侧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致力于
“将雇主拉进来”并共同创造就业岗位（Ｂｒｅｄｇａａｒｄ，２０１８；Ｒａｓｐａｎｔｉ ＆ Ｓａｒｕｉｓ，
２０２１；Ｖａｎ ｄｅｒ Ａａ ＆ Ｖａｎ Ｂｅｒｋｅｌ，２０１４）。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就业服务供给
的参与主体不仅是政府、公民和非营利组织，还逐步拓展为企业（Ｌａｒｓｅｎ ＆
Ｃａｓｗｅｌｌ，２０２２；张成刚、辛茜莉，２０２２），因此由政府、雇主与求职者共同参与
的，以实现集体转移就业为目标的劳务协作也应运而生。

就劳务协作政策的就业促进效果而言，有研究认为该政策并不存在就业促
进效应（Ｂｏｎｏｌｉ ＆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２０１２；Ｄｅｎｇｌｅｒ，２０１９；Ｐｅｃｋ ＆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００）。这
是由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推动弱势群体受雇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能
会将求职者推向“垃圾职业”。同时，雇主参与的动机不足且方式和手段匮乏，
导致社会化协作的程度较低，难以提升服务质量。但更多的研究发现，劳务协
作政策不仅能够在微观层面提升“人－职”匹配成功率，节省求职者的工作搜
索成本，辅助参与主体建立长期稳定伙伴关系（Ｆｏｕｇè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Ｒａｓｐａｎ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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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ｒｕｉｓ，２０２１），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优势互补，同
时缓解就业困难群体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因而具有显著的就业促进效应
（Ｌｉｅｃｈｔｉ，２０２０；平卫英等，２０２１；王小林、谢妮芸，２０２２；谢治菊、陈香凝，
２０２３）。本文认为，与传统公共就业服务不同，新公共治理背景下兴起的劳务协
作政策具有显著的多元参与特征。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哪些主体参与劳务
协作、他们为何以及如何开展合作、协作的主体间关系等诸多因素将深刻地决
定劳务协作的呈现方式、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进而会影响最终的政策效果。
若忽视这些核心要素，不仅会使政策效果评估浮于表面，更有可能会对政策效
果的判断产生偏差，因此需要紧密结合劳务协作的主体构成、合作动机、主体
关系等要素对政策效果开展分析。

首先，就主体构成而言，劳务协作通过纳入雇主提供的岗位资源，极大地
规避了传统公共就业服务因倚重供给侧服务而忽视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劣势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Ｖａｎ Ｇｅｓｔ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具体而言，我国公共就业服务
的供给长期由政府主导，其他主体的参与极为有限（王阳，２０１５），随着劳务协
作政策的实施，这种过度倚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格局将被打破。用人单位的
加入能够优化资源组成、促进供需匹配，进而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效率（刘家
明、蒋亚琴，２０２０；谢永阳，２０２０）。其次，就合作动机而言，与传统公共就业
服务不同，劳务协作的参与主体均有强烈的通过合作实现就业的意愿。研究发
现，雇主希望通过参与合作来又快又省地完成招聘（Ｉｎｇｏ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求职
者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则希望集体谈判能弥补自己匮乏的议价能力，进而获
得更全面的劳动权益保护（李礼连等，２０２２；王秀燕等，２０２０），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则希望通过实施多方合作来节省成本并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ａ；丁兆罡、徐枞巍，２０１７）。更重要的是，在用工荒与就业难共存的
情形下，雇主与求职者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将会进一步增强（刘译鸿等，
２０１７）。最后，就主体间关系而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雇主与求职者在劳务协
作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信任关系与伙伴关系，这有助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及时了解
当前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动向，并获得关于潜在职位空缺和技能要求的非正式信
息，因而有助于劳动契约的达成并促成长期就业合作（Ｉｎｇｏｌｄ，２０１８；Ｒａｓｐａｎｔｉ
＆ Ｓａｒｕｉｓ，２０２１；徐军等，２０１８），这一点在东西部劳务协作过程中体现得尤为
明显（王小林、谢妮芸，２０２２）。以上三点表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用人单位
与求职者之间的合作形成了资源整合与互补、质效目标一致、长期互惠多赢等
优势，因此能够达到促进就业的政策目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１。

Ｈ１：劳务协作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就业。
公共就业服务的各类政策均需围绕化解失业风险发力，那么作为公共就业

服务的政策工具之一，劳务协作政策是如何通过化解与防范失业风险来促进就
业的？一方面，从失业风险化解的角度来看，劳务协作政策可以通过集体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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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式匹配和批量安置等措施来消化失业者存量。首先，在劳务协作过程中，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往往会代表全体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就工资待遇、工作环境、
劳动保障等内容开展商议和谈判。在这种集体议价过程中，参与主体之间的合
作关系有助于灵活调节各方利益，减少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间的摩擦，进而降低
交易成本。其次，订单式匹配允许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参与到供需匹配环节中
并形成定向匹配，其核心在于参与主体充分共享信息以呈现供求底数（Ｍａｒｔ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并且按主体需求定制服务，因此可规避信息不对称、忽视服务
需求所导致的匹配效率损失，有助于提高人岗对接的速度，以快速将失业者重
新送回劳动力市场。再次，劳动力供需双方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共同参与发
挥了聚合需求和资源池的作用（刘家明、蒋亚琴，２０２０；谢永阳，２０２０），这意
味着应聘者群体有机会在短时间内与大量岗位对接洽谈，这一过程所形成的规
模效益不仅扩大了求职者的受雇机会，而且有利于批量安置的实现。上述分析
表明，劳务协作政策中的集体议价、订单式匹配和批量安置等措施能够低摩擦、
快速度、大规模地帮助求职者入职，因而该政策大大减少了失业者存量，进而
有助于化解失业风险。

另一方面，从失业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劳务协作政策能够通过动态遴选、
实操培训和定向转移等做法来控制失业者增量。首先，在劳务协作过程中，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会采用动态遴选机制，即根据劳动供需双方的反馈来动态调整
合作清单，并取消与不符合期望的参与主体的合作。这种做法能够强化参与主
体的责任感与压力感，在避免将求职者推向“垃圾职业”的同时提醒求职者珍
惜岗位，进而防止求职者主动或被动地陷入重复失业的境地。其次，劳务协作
注重提升服务的长远价值并倾向于为参与者赋能。围绕这一理念，企业会积极
提供岗位实操的机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则会全面动员求职者参与培训，求职
者为了提升技能也会增加精力投入（Ｂｒｏｇａａｒｄ，２０１７；Ｈｙｇｇｅｎ ＆ Ｖｅｄｅｌｅｒ，２０２１；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ａ）。这种岗位实操的方式使高质量培训成为可能，进而有力
地培育和发展了劳动者的就业能力，降低了其再次失业的风险。最后，与传统
公共就业服务项目相比，劳务协作政策侧重于推动求职者在地区间、城乡间定
向转移。这种组织求职者集体赴外地就业的做法使本地劳动力资源得到了优化
配置，长期来看有助于释放本地的就业竞争压力。因此，劳务协作过程中的动
态遴选、实操培训和定向转移能够规避劣质推介、提升求职者就业能力以及缓
解劳动力市场竞争，因此该政策能够系统性地抑制新增失业，进而防范失业风
险。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Ｈ２ａ：劳务协作政策通过化解失业风险来改善整体劳动参与状况。
Ｈ２ｂ：劳务协作政策通过防范失业风险来改善整体劳动参与状况。
就劳务协作政策的适用情境而言，研究普遍发现各地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状

态与公共就业服务的供给往往因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区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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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８；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这意味着劳务协作政策可
能会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获得差异化的政策反馈。从劳动力需方来看，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各地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ＧＤＰ占比在不断调整，
但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普遍存在（单良、张涛，２０１８）。对于工
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和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地区而言，由于不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
能力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基础、市场化进程与分化程度不同，其劳动力市场
中的就业机会、就业渠道乃至就业壁垒都存在差异（景建军，２０１６），故可能使
劳务协作政策的效果体现出异质性。从劳动力供方来看，失业群体内部的异质
性也可能会影响政策效果。研究认为，尽管公共就业服务是面向全体失业者的，
但是失业者的个体特征、所属的社会阶层、失业原因等都会干预其重返劳动力
市场的行为（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Ｏｅｓｃｈ ＆ Ｖｏｎ Ｏｗ，２０１７）。尤其是对于长期失
业者而言，由于雇主对该群体的态度较为消极（Ｂｏｎｏｌｉ，２０１４），长期失业者往
往是各类就业政策的重点干预对象。那么，在长期失业者较多的地区，劳务协
作政策的就业促进效果可能会有差异化的表现。考虑到上述情形，本文将分别
讨论地区产业结构因素与失业群体结构因素的调节效应，并提出假设３。

Ｈ３：在地区产业结构和失业群体结构不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务协
作政策带来的劳动参与效应存在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覆盖了全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区，本文提取
了与人口经济、劳动就业及公共就业服务实施情况相关的数据。随着２０１６年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务院扶贫办开展粤湘鄂劳务协作试点工作，广东省、
湖南省、湖北省被设定为试点省份，本文以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９年作为样本观察期，
共得到样本４６５个。

（二）变量测量
就解释变量而言，为了分析劳务协作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构造了施政省

份虚拟变量与施政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系数能够反映劳务协作的政策效
果。就被解释变量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的银川座谈会上对东西部扶贫
协作做出了重要论述，此后劳务协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然成为官方活动，同
时劳务协作政策的实施成效也被纳入了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这些因素都会
驱使地方政府关注政策效果的量化。本文认为，由于借助已有的统计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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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展现政策对象劳动状态的转变较为直观，因此地方政府普遍会将劳务协作政
策的实施成效落实在统计数字上，故通过宏观统计指标来测量政策效果具有可
行性。目前，《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
年鉴》上关于失业的指标主要有“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年末城镇登记
失业率”，后者作为比率会受到在业人数影响，而前者直观地展示失业人数的变
动，能够较为精确地反映地区性的失业水平，因此本文以“年末城镇登记失业
人数的对数”来代理被解释变量“失业人数”。

就控制变量而言，本文参照已有研究（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Ｌｉｅｃｈｔｉ，２０２０）
的做法，纳入经济水平、就业人口状况等会对被解释变量带来影响的一系列变
量。其中，经济水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ＧＤＰ进行测量，就业人
口状况由常住人口、１５岁至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测量。考虑到劳务协作政策
是多方合作的产物，本文尝试纳入与政府、用人单位、求职者、职业教育与就
业培训机构相关的变量。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就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变量来
代理政府禀赋，就业保障由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公共支出的年度金额来测量，公
共就业服务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就业服务的受助人数来测量。此外，企业数量、
求人倍率（Ｔｈｅ Ｊｏｂ Ｖａｃａｎｃｉｅｓ ｔｏ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Ｒａｔｉｏ，ＪＶＳＲ）用于代理用人单位禀赋，
企业数量由年度企业单位数来测量，求人倍率由本期登记求职人数与本期单位
登记招聘人数之比来计算。再者，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新增就业者数量、求
职者数量用于代理本地求职者禀赋，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由年末失业保险金领
取人数来测量，新增就业者数量由普通本（专）科高校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
生与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来测量，求职者数量用本期登记求职人数来
测量。同时，职教培训机构数量、培训人数用于代理职业教育与就业培训机构
禀赋，职教培训机构数量由本地技工院校、就业训练中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的总数来测量，培训人数由本地技工院校、就业训练中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的培训总人数来测量。

就中介变量而言，在失业风险化解方面，本文关注失业者存量的降低，故
以“本期职业介绍成功人数占本期登记求职人数比重”的对数来代理中介变量
“失业风险化解”，成功再就业的人数越多，表示政策的失业风险化解能力越强。
在失业风险防范方面，本文以“城镇本年新增登记失业人数占全体失业者比重”
的对数来代理中介变量“失业风险防范”，新增失业人数占比越小表明政策防范
失业风险的能力越强。具体变量的定义与基本统计量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失业人数，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对数 １２ １７ ０ ７９ ９ ２２ １３ ３１

是否在２０１６年实施劳务协作政策，１是０否 ０ ０３ ０ １６ ０ ００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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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经济水平，年度ＧＤＰ取对数 ９ ３４ １ １１ ５ ５３ １１ ５０

常住人口，年末常住人口数取对数 ８ １０ ０ ８５ ５ ６３ ９ ３５

劳动人口，１５岁至６４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取对数 １７ ００ ０ ８５ １４ ４９ １８ ２８

就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公共支出年度金额取对数 ５ ９１ ０ ８２ ２ ８５ ７ ４７

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就业服务受助人数 １３ １５ ０ ９７ １０ ４７ １５ １８

企业数量，年度企业单位数取对数 １１ ９３ １ ３９ ７ １５ １４ ９３

求人倍率，ＪＶＳＲ ＝本期登记求职人数／本期单位登记招聘人
数，取对数 ０ １９ ０ ４４ － １ ２２ ２ ９４

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年末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取对数 １０ ７６ １ ３９ ０ ００ １３ ０５

新增就业者数量，当年毕业生总数取对数 １２ ９８ ０ ９３ ９ ５３ １４ ３０

求职者数量，本期登记求职人数取对数 １３ ７６ １ ０６ ９ ９５ １６ ２９

职教培训机构数量，本地技工院校、就业训练中心、民办
职业培训机构的总数取对数 ６ ４１ ０ ８６ ２ ９４ ７ ８４

培训人数，技工院校培训社会人员人数、就业训练中心培
训人数、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人数加总后取对数 １３ ２０ ０ ９１ ８ ６０ １４ ８６

失业风险化解，本期职业介绍成功人数占本期登记求职人
数比重的对数 － ０ ７２ ０ ３８ － ２ ７８ ０ ４４

失业风险防范，城镇本年新增登记失业人数占全体失业者
比重的对数 ０ ３４ ０ ４９ － １ ６６ １ ６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识别策略及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是当前常用的政策效果评估方

法，其计量识别策略是对比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结果变量在政策前后的变化。考
虑到劳务协作政策对于劳动者个体而言是外生的，为了检验劳务协作政策对个
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模型设
定如下：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Ａｆｔｅｒ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β３μ ｉ ＋ β４φ ｔ ＋ ε ｉｔ （１）
式（１）中，下标ｉ表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ｉ ＝ １，２，…，３１），ｔ表

示年份（ｔ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１９）。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ｔ表示省份ｉ在ｔ年份的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的对数，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交互项ＴｒｅａｔｉＡｆｔｅｒｔ是ＤＩＤ
模型中衡量政策作用的关键变量，其中Ｔｒｅａｔｉ是用来刻画组间差异的虚拟变量，
１表示实施劳务协作政策的试点省份，０表示非试点省份。Ａｆｔｅｒｔ是用来刻画时间
差异的虚拟变量，１表示２０１６年政策实施及以后的样本，０表示２０１６年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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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交互项的系数能够体现劳务协作的政策效果。Ｃｏｎｔｒｏｌｉ表示一系列可能影
响失业人数的控制变量，包括宏观经济与人口因素、劳动力市场供需因素等。μ ｉ
用于控制省份间的个体固定效应，φ ｔ 用于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 ｉｔ表示面板数据
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式（１）中β０ 是截距项，β１ 是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β２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此外，为考察劳务协作政策的作用机制，本文将根
据刘红云等人（２０１３）的逐步法来检验劳务协作政策的失业风险化解和防范功能，
因此构建以下模型。式（２）和式（３）中，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是中介变量。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 ＝ γ０ ＋ γ１ＴｒｅａｔｉＡｆｔｅｒｔ ＋ γ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μ ｉ ＋ φ ｔ ＋ ξ ｉｔ （２）
ｌ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ｒｅａｔｉ  Ａｆｔｅｒ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 β３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４μ ｉ ＋

β５φ ｔ ＋ ｖｉｔ （３）

四、劳务协作政策的就业效应
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分别进行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估计，本

文的实证结果见表２。
表２　 劳务协作政策对失业人数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失业人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劳务协作政策 － ０ １３９ － ０ ２０１ － ０ １７８ － ０ １６２

经济水平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９５
常住人口 － ０ ０８８ － ０ ６３３ － ０ ５４１
劳动人口 ０ ３６２ ０ ７４３ ０ ７１１
就业保障支出 ０ ０７０ － ０ １３１
公共就业服务人数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６
企业数量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５
求人倍率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０
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 ０ ０８４ ０ ０９７

新增就业者数量 ０ ０８３ ０ １４３
求职者数量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１３
职教培训机构数量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８
培训人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８
常数项 １２ １８２ ６ １１１ １ ４５９ ２ ３６１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Ｎ ４６１ ４６０ ２４３ ２４３
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１２９ ０ ２７７ ０ ３５８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限于篇幅，
标准误未在表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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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表２中的模型１至模型４分别展示了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并进行个
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估计时模型的系数，解释变量劳务协作政策的系数
始终为负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劳务协作政策与失业状况息息相关，劳务
协作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失业人数，该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颇有成效，Ｈ１ 得
以验证。本文认为，作为在新公共治理思潮中兴起的就业促进政策工具，劳务
协作政策充分体现了新公共治理所倡导的多元参与、协同增效以及互惠共赢等
理念。与Ｉｎｇｏｌｄ （２０１８）、Ｌｉｎｄｓａｙ等人（２０２１ａ）的看法类似，本文发现中国的
劳务协作政策不仅拥有多元化的供给主体，而且基于相同动机的合作主体间建
立起了信任关系与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不仅打破了过度倚重单一服务主体的格
局，在丰富资源池的同时带来了需求与动机的整合强化，而且以质效目标一致
为基础实现了长期合作，大大提升了公共就业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这一发
现不仅证明了劳务协作政策在中国同样是促进就业的有效政策工具，也为新公
共治理理论在我国公共就业服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
量等方法进行了检验。首先，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在生成年份虚拟变量与处
理组虚拟变量交互项后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劳务协作政策实施前上述
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其次，参照已有研究（石大千，
２０１８）随机虚构处理组的做法，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是在３１个省
份（自治区、直辖市）中随机选取３个省份作为虚构的劳务协作政策的试点省
份，此随机过程重复进行５００次，再根据虚构的试点省份进行回归后得到一系
列“伪劳务协作政策”交互项系数。最终发现除真实试点省份的估计系数外，
伪政策的系数基本不显著，说明真实试点省份的政策效果并非源于巧合，也并
未受到其他政策或随机因素的影响，故基准回归的结果不存在偏误。最后，本
文以失业保险金支出变量替换原被解释变量参与回归，所得解释变量的系数依
然负向显著，再次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鉴于篇幅有限，相关图和表未予
呈现，留存备索。

五、劳务协作政策促进就业的机制分析

（一）劳务协作政策有助于化解与防范失业风险
基准回归模型显示，劳务协作政策可以显著促进就业，那么劳务协作政策

效果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该政策是如何帮助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或预防其失
业的？从失业风险的化解与防范维度出发，本文甄别了劳务协作政策在失业者
存量降低与增量抑制上的机制渠道，具体结果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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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引入失业风险化解与防范中介变量的回归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失业风险化解 失业人数 失业风险防范 失业人数
系数 异方差稳

健标准误 系数 异方差稳
健标准误 系数 异方差稳

健标准误 系数 异方差稳
健标准误

劳务协作政策 ０ １７６ ０ １０１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５０ － ０ ２１８ ０ ０９３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３８
失业风险化解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６ － ０ １４６ ０ ０５３
常数项 １２ ０３８ １７ ６００ ９ ８６０ ８ １６５ ２７ ０２７ １７ ８７９ ６ ６０４ ７ ７３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２１２ ２１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Ｒ２ ０ ２３１ ０ ４１８ ０ ２６７ ０ ３９８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表３中，模型５是失业风险化解中介变量对解释变量劳务协作政策的回
归，解释变量的系数０ １７６正向显著。模型６是在基准回归中纳入失业风险化
解中介变量，此时解释变量的系数－ ０ １１６和中介变量的系数０ ０９３均在５％的
水平上显著，表明失业风险化解这一中介效应成立，即劳务协作政策能够通过
降低失业者存量来化解失业风险，进而解决失业问题。Ｈ２ａ得以验证。本文认
为，由于劳务协作是基于多元合作的公共就业服务，因此在与异地用人单位和
本地求职者建立广泛联系的基础上，公共就业服务部门会摸清求职者与潜在雇
主的供求底数与应选聘意向，并借助“春风行动” “金秋招聘月”等大型就业
促进活动的平台邀请供需双方面谈。在此过程中，雇主与求职者有机会在短时
间内与大量候选人面谈，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则会在其中调节各方利益，甚至代
表求职者与雇主开展集体商谈，并辅助完成求职者的异地安置。可见，借助集
体议价、订单式匹配和批量安置等措施，劳务协作政策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
而且提高了人－职匹配的效率与效果，有助于低摩擦、快速度、大规模地帮助
求职者入职，进而实现降低失业者存量的目标，大大化解了失业风险。

除化解失业风险这一影响渠道外，防范失业风险同样是劳务协作政策发挥
作用的有效途径。表３中的模型７是失业风险防范中介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回归，
系数－ ０ ２１８在５％的水平上显著。模型８是在基准回归中纳入失业风险防范中
介变量，此时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０ １２６和中介变量的系数－ ０ １４６分别在
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防范失业风险这一中介效应成立。这表明，劳务
协作政策能够有效抑制失业者“增量”，进而发挥了防范失业风险的作用，Ｈ２ｂ
得以验证。本文认为，在劳务协作过程中，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用人单位与求
职者均能感受到自身的责任感与压力感，而且合作中形成的伙伴关系也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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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放眼长远，因而各主体倾向于选择有助于维持合作的参与方式，例如审
慎筛选合作对象、创造在岗实操培训条件、优化劳动力区域配置等。这能够有
效规避Ｐｅｃｋ和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２０００）提到的劣质推介问题，同时提升求职者就业能
力以及缓解劳动力市场竞争，无形中提升了服务质量，并有效地减少了新增失
业者人数，进而防范了失业风险。

（二）产业结构与失业群体结构对劳务协作政策效果的调节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基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用人单位－求职者三方合作的劳

务协作政策能够通过干预失业风险来促进就业。那么，这种政策效果是否存在
异质性？如果存在，哪些地区或群体更能从这种三方合作的集体转移就业服务
中受益？基于地区产业结构和失业群体结构维度，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劳务协作
政策的适用情境。

在产业结构方面，本文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大产业ＧＤＰ的占比
生成了产业结构变量。在失业群体结构方面，本文以长期失业者占全体失业者
比重的对数来代理失业群体结构变量。通过将经过中心化处理的产业结构与失
业群体结构调节变量及其分别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所得交互项
的系数见表４。

表４　 引入调节变量的回归
模型９ 模型１０

系数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系数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劳务协作政策 － ０ ３３７ ０ ０４０ － ０ ４３８ ０ ０８２
劳务协作政策产业结构 ０ ２１６ ０ ０３０
劳务协作政策失业群体结构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９
常数项 １ ８０１ ８ ３９１ ４ ９２３ ８ ９５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２４３ ２４１
Ｒ２ ０ ３７８ ０ ３０５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表４中，模型９的交互项系数０ ２１６正向显著，表明劳务协作政策的就业

促进效果会显著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与以服务业为主要产业的省份相比，在
以工业为主要产业的省份实施劳务协作政策时，其就业促进效果更显著。本文
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以工业为核心产业的省份有更多雇主能一次性提供多个岗
位，因此通过劳务协作能够大量、及时地吸纳失业者。相比之下，服务业岗位
分布的碎片化程度更高，岗位需求更加动态和多样，因此劳务协作政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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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短期内的就业促进效果无法实现最大化。
同样，模型１０中交互项系数－ ０ １０５负向显著，这表明长期失业者占整体

失业者的比重越大，劳务协作政策的就业促进效果就越好。这可能是由于我国
深度贫困地区、老工业基地的长期失业群体的再就业渠道有限，而且长期失业
者匮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依靠自身的
力量已很难再觅得职位。在此类地区实施劳务协作，其实质就是将长期失业者
时空腾挪，辅助其在全新的就业环境中从头再来。劳务协作政策使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站在求职者和雇主之间，通过提供信息和联系这些参与者来解决结构性
漏洞问题，弥补了长期失业者社会资本的缺陷（Ｌｉｅｃｈｔｉ，２０２０）。同时，劳务协
作所批量推荐的岗位弱化了学历与技能要求，而且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所提供的
官方背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雇主对弱势工人的雇佣抵制（Ｆｏｕｇèｒ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因此也弥补了就业困难群体的人力资本缺陷。至此，Ｈ３得以验证。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劳务协作是公共就业服务领域的新公共治理实践，这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三方合作实现的组织化集体转移就业服务获得了来自
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源于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扶贫等项目的
劳务协作政策也正在成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２３年《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２０２３年的发展目标是新增城镇就业１２００万人左右（李克强，
２０２３），因此需要优化各项促就业政策来稳岗扩岗。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务协作
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研究将在就业优先战略目标下发挥深远的作用。

为了打开劳务协作政策的运行黑箱，本文基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９年３１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重点考察了劳务协作政策
的就业促进效应、影响机制以及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的多元合作让劳务协作形成了特殊的主体构成、
动机与关系，进而形成了资源整合互补、质效目标一致、长期互惠多赢等优势，
因此该政策的就业促进效果显著。就政策效果的传导机制来看，劳务协作能够
通过集体议价、订单式匹配和批量安置等措施来消化失业者存量，并通过动态
遴选、实操培训和定向转移等做法抑制失业者增量，进而达到失业风险化解与
防范的目标，最终促进就业。就政策效果异质性而言，劳务协作政策在以工业
为主要产业和长期失业者比重较大的地区实施时效果更好。上述结论意味着，
劳务协作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公共就业服务的供给，这不仅为新公共治理理论在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拓展了就业促进事业的政
策工具箱，最终推动了就业促进政策目标的达成。伴随着各地不断涌现的劳务
协作现象，本文研究结论对未来的政策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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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共就业服务的多主体协作供给模式需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公共就
业服务因建设历史较短而未经历过新公共管理思潮的洗礼，因此公共就业服务
供给的市场化程度偏低，导致雇主在服务过程中的参与有所不足，这与目前西
方国家竭力矫正的过度市场化问题恰好相反（Ｂｒｅｄｇａａｒｄ ＆ 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８；Ｇｒｅ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务协作更要强化用人单位的参与，改变过
度倚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局面（王阳，２０１５），此外还需要逐步将技工院校、
私营就业服务机构、第三部门等拓展为合作主体，并结合不同的行业背景形成
更加适配的主体组合，以满足不同劳务协作场景的合作需求。在此基础上，需
进一步借鉴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劳务协作做法（Ｆｌｅｄｄｅｒｕｓ ＆ Ｈｏｎｉｎｇｈ，２０１６；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着力培育主体间的伙伴关系，完善多元参与、协商治理、
资源共享、互惠共赢的格局，以进一步驱动合作和汇聚资源。

第二，劳务协作政策应在消除路径依赖的同时突破重点区域的多元协作。
我国的劳务协作政策拥有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扶贫的项目渊源，这虽然为劳
务协作的设计与推行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基础，但也赋予了劳务协作厚重的历史
色彩，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协作范围与合作机制的拓展。因此，未来一方面需要
改变将劳务协作等同于东西部劳务协作或对口劳务输出的狭隘看法，让关于政
策设计、执行与评价的讨论聚焦于劳务协作的多元合作本质，进而消除就业协
作政策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需要突破东西部协作的惯常做法，转而以政策效
果的异质性为依据规划政策扩面路径，优先在工业制造岗位集中或失业历史包
袱重的省份间进行劳务协作布局，并积极促成用工大省与东北、华中等地区的
老工业基地签订劳务协作合约，致力于解决用工荒和冗余劳动力再就业的双重
问题。

第三，积极探索劳务协作在服务业中的运行机制，加快推进劳务协作的品
牌化。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１９９４年已超过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２０１１年
超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２０２２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已占到全国就业人员的
４７ １％ （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２３）。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将持续弱化，未
来第三产业会成长为主要的劳动力蓄水池，因此就业岗位的增长将集中于服务
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务协作政策需要顺应服务业的“后福特主义”趋势，
逐步扩大与中小型服务业企业的接触面，掌握各行各类服务业企业的招工周期
和用工规模，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与物流运输、住宿餐饮、家政护理等服务
性行业的沟通与合作渠道，同时打通与灵活用工平台企业的对接渠道，探索即
时配送、网约营运等新业态岗位的人－岗信息互通机制。此外，还需着力推进劳
务协作的品牌化，培育具有鲜明标记和良好口碑的行动品牌，进一步扩大劳务协
作政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为参与劳务协作活动的求职者戴上专业可靠、
值得信赖的“帽子”，辅助其获得更加长期稳定、更加高质量的职业发展。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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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治菊、陈香凝（２０２３）． 协同治理视域下东西部劳务协作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５ － １５．
Ｘｉｅ，Ｚ． Ｊ．，＆ Ｃｈｅｎ，Ｘ． Ｎ．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５ － 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军、马永堂、张月遥（２０１８）． 韩国就业服务伙伴合作模式实证分析． 中国劳动，７：２１ － ２７．
Ｘｕ，Ｊ．，Ｍａ，Ｙ． Ｔ．，＆ Ｚｈａｎｇ，Ｙ． Ｙ． （２０１８）．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７：２１ － 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元林君（２０１８）． 我国就业扶贫的实践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探析． 现代管理科学，９：１０９ － １１１．
Ｙｕａｎ，Ｌ． Ｊ．（２０１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９：１０９ － １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成刚、辛茜莉（２０２２）． 让政府、平台、劳动者三方共赢———以公共就业服务融合新就业形态为视角． 行政管
理改革，２：７９ － ８７．
Ｚｈａｎｇ，Ｃ． Ｇ．，＆ Ｘｉｎ，Ｘ． Ｌ．（２０２２）． Ｌｅ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２：７９ － ８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３）．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２． 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ｎｄｓ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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